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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历史性突破与
创新性发展

雷婉璐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新时代能动司法承载着新的时代内涵、新的科学精神和新的任务要求,在价值

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较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具有显著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

性发展。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别体现新时代能动司法之科学理论依据的革新、
价值属性的转向与丰富实践的创新。从价值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从为“三保”
政策提供司法保障转向提升公正与效率。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延续服务型、主
动型和高效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视角下的拓展。从实践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

探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中的时代使命。新时代能动司

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实践伟力的司法模式,是新时代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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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09年8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江苏调研时,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企稳回升的关键时

期,指出:“能动司法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 [1] 服务型、主动型、高
效型是能动司法的三个特征。由此,学界对能动司法的研究在2008年至2013年间达到高峰,苏力、顾培

东、吴英姿、龙宗智、公丕祥、杨建军、姚莉、张志铭、夏锦文、方乐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能动司法进行了

讨论。研究主题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与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厘清中国能动司法的独特

内涵;二是在阐明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的关系中探讨能动司法的限度;三是在整体性思维视角下辨析

能动司法与调解、社会管理等的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研究多从概念本身出发,在语义的范畴内

讨论能动司法的基本内容,较少从我国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提炼与升华。随着党的十八



大顺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法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承载着新的使命。2023年4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国家法官学院202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重新提出:“要把能动司法贯穿新

时代新发展阶段审判工作始终。” [2] 当下重提的能动司法在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方面与以往的能

动司法有一定的延续和承接关系,但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的科学精神和新的任务要求,具有显

著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虽多年未直接使用“能动司法”一词,但能动司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止,能动司

法始终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主旋律。在新时代的十年之际,重提能动司法既对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

的实践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为新发展阶段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指明了方向。重提能动司法不是

在炒剩饭,也不是在修辞,而是经过充分调研,经过深思熟虑的。这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国情,深入新时

代能动司法实践,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及时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特征的原创性理论

和观点,深刻把握新时代能动司法的时代精神和科学内涵。对此,学界已有少量成果对新时代能动司

法进行了相应讨论,主题集中在新时代对能动司法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新时代践行能动司法的方法路

径 [3-4] 。现有研究从宏观上指出新时代能动司法与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有所不同,但尚未就新时代能

动司法与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之间的重大革新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从价值、理论和实践三重维度出发,对新时代能动司法与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进

行历时性比较,试析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历史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以期对新时代能动司法的

时代精神和科学内涵作出深入阐释。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维度,是因为这三重维度分别体现了新时代

能动司法之科学理论依据的革新、价值导向的转向与丰富实践的创新。借助价值维度诠释新时代能动

司法的功能面向,以揭示其价值属性;通过理论维度探究新时代能动司法依存的概念前提,以揭示其

科学理论依据;对实践维度的考察则进一步展现新时代能动司法在新的时代使命下的实践探索,以彰

显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伟力。

二、 价值维度:能动司法价值属性的新阐释

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是关于能动司法于人而言的意义或效用问题。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

是回答新时代能动司法之“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能动司法对于当下中国

的法治建设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效用或意义?新时代能动司法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背

景和新的大局之中,其价值属性较以往必然具有不同的含义。

(一) 以往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三保”政策

党的十七大以后,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实践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

念。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我国政府为此

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三保”政策,并把“三保”作为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2009年3月
4日,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上指出:“今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切实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对于维护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在“三保”大局中,人民法院

必然参与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司法审判工作本身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亟须理念变革。日
益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叠加效应,不可避免地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冲击,法院受

理案件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势头。2008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突破1000万件大关。金融危机

给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法院的司法理念、司法方式和司法效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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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挑战与考验 [6] 。第二,司法机关是国家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司法放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格局中来谋划,司法必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对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造成的冲击,妥善处理矛盾纠纷,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司法保障和司法

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实践探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
2009年6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宁夏各级人民法院调研时指出:“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发挥审判职能,强化能动司法,在保增长中彰显大局意识,在保民生中彰显

为民意识,在保稳定中彰显责任意识。” [7] 2010年,王胜俊指出:“努力克服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

响,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人民法

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中心工作。” [8] 可见,2009年能动司法的正式

确立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人民法院服务“三保”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其价值属性具有鲜明的

政策导向。

(二) 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公正与效率

十几年后的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

就,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新时代能动司法是把能动司法放在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

下,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法律条线上,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蓝图中。全面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确立对新时代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

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调研中发现,法官在司法工作中

存在保守裁判、判决缺乏司法公信力、办案压力大等问题。对此,他突出问题导向,提出解决消极审判、
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题的根本在于司法理念的转变,在于司法理念的现代化,而推进司法理念现代

化的方式就是能动司法 [2] 。当下,消极审判、机械司法现象较为突出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案多人少

矛盾加剧。2015年4月,为解决“立案难”问题,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诉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审议通过《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自2015年人民法院全面

施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登记立案13837. 17万件,全国法院平均

当场立案率95. 7% ,部分省市当场立案率超过98% 。与此同时,员额制改革导致办案法官数量减少,进
一步加剧案多人少矛盾,法官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疲于应付,法官队伍逐渐产生法条主义现象。第
二,法律适用的机械化。“《民法典》颁布实施后,很多人认为我国社会全部的民法问题都作了规定,办
理案件只要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文就行了。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官审理案件时只看一个具体的条文而忽

视该条文与上下文、与总则乃至法律基本原理的关联。当遇到没有条文的时候,就相互推诿,消极处

理。” [3] 这种消极审判和机械式司法的案件在审判领域频频出现,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公

信力的提升。新时代能动司法的提出正是为了克服司法实践中消极审判、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等不利

于司法现代化转型的审判困境,推动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变革,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新时代司法审判

工作的新困境对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应对案多人少矛盾,高效解决纠纷的同时保证案件

裁判质量,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即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新时代能动司法强调以公正和效率作为能动司法的价值定位,以是否有利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

提升为能动司法成效的检验标准。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导向下,面对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能动司法

首先要求从源头上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法院应积极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繁简分

流等方式,将可以运用非诉讼方式、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解决的案件先行处理,高效化解纠纷。其次,
对于经过筛选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能动司法要求法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负责任地在法律框架

内寻求案件结果的最优解,尤其是新型案件、疑难案件以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法官在司法裁判

中应坚持情理法交融,使司法裁判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善恶观念,确保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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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是从政策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转变,从贯彻实施“三保”政策向公正与

效率的价值回归。

三、 理论维度:能动司法概念内涵的新拓展

在明确新时代能动司法之“为什么”的问题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新时代能动司法“是什

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司法

要服从和服务党的执政目标和方略,把司法审判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因
此,对于能动司法概念的界定亦是目的导向的,侧重于将能动司法界定为一种政治服务手段。新时代

能动司法虽然在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等方面与以往的能动司法有一定的延续和承接关系,但在公

正与效率的价值导向下,侧重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就能动司法应当如何发挥能动性的问题入手,对能

动司法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

(一) 新时代能动司法内涵的守正创新

200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指出:“从根本上看,我们所讲的能动司

法,就是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动

司法是服务型司法。人民法院必须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权

益的要求,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平衡、和谐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责。能动司法是主动型

司法。人民法院必须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势;主动回应社会司法需求,切实加强改进工

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加强协调,努力形成合力。能动司法是高效型司法。人
民法院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

态。以上是能动司法的三个显著特征。” [1]3-4这一论述是对能动司法内涵的高度概括,首先表明能动司

法的核心在于“服务”,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次,明确指

出能动司法的特征是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最后,指明能动司法的实现路径,亦是对服务型、主动

型和高效型具体含义的进一步阐释。此时,能动司法的界定是目的导向的,侧重于从司法应当实现的

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目的出发,将能动司法界定为一种政治路径。这种界定容易造成一种谬

误,似乎只要能够达到为大局服务的目的,司法就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度,由此引发了司法能动的限

度何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关系、能动司法是否违背了司法规律以及能动司法是否损害司法公正

等质疑。如陈金钊指出:“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的能动司法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法治的目标。因
为能动司法在总的方面松动了规则与程序的严格性,其理论导向是消解法治。” [9] 新时代能动司法整

体上依然具备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的基本特征,但在概念内涵上进行了创新与拓展。
1. 强调能动司法与司法规律的辩证统一。能动司法是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权运行方式,是普遍原

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司法的特殊规律。“有的观点将美国最高法院十九世纪初审理的‘马
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司法权力的扩张当成我们可参考的能动司法,有的认为法官走出法庭到社会‘揽
案’是能动司法,这样的认识、观点完全错误,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若在司法实践

中去‘探索’,那不是‘能动创新’,而是‘异动’、‘乱动’,必须谨防。” [2] 这一论断准确把握了司法权运

行的基本规律,明确将能动司法限定在司法规律的范畴内。“对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能动司法意识,必
须坚定树立,毫不犹豫坚持。” [2] 首先,司法的被动性是司法的一般规律,能动司法以被动司法为前提。
被动司法强调人民法院奉行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坚持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

择权。但是,被动司法并不意味着否定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更不意味着阻碍司法职能的能动扩展。
其次,能动司法应当恪守边界。能动司法不是盲动司法,不是法院大包大揽,不能把本来不属于自己职

741第 6 期 雷婉璐: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历史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 　



权的事务硬包揽过来,能动司法与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是辩证统一的。能动司法产生和派生于被动

司法,从一定意义上讲,“被动司法”既为“能动司法”奠定了基础,也为能动司法提供了空间。一言以

蔽之,能动司法必须在被动司法的基础上,在遵循不告不理和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上实施。被动司法

构成能动司法的底线,也为能动司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2. 强调能动司法必须严格依法履职。新时代能动司法虽然仍肩负为大局服务的法治使命,但特别

强调能动司法是在依法履职基础上的积极司法。“能动司法必须严格依法履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都

是从法律效果延伸出来的,牺牲法律效果片面去讲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违背全面依法治国,丧失

了法律基础,怎么会有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2] 新时代能动司法指明合法性是能动司法发挥能

动性的基本前提和路径,能动司法应当在实现法律效果的基础上追求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
律效果相对于其他效果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新时代能动司法,是在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
在符合司法权运行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追求,积极司法、主动司法、负责任司

法 [3] 。可见,与以往能动司法目的导向的界定方式不同的是,新时代能动司法的界定是方法导向的,侧
重于从能动司法发挥能动性的合法性前提出发,将能动司法界定为一种方法论路径。

(二) 新时代能动司法的范围与空间

司法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是居中裁判,但司法裁判所依托的诉讼程序具有成本高、效率低等弊

端,因而往往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出场。明确新时代能动司法的概念内涵后,需要根据司法解决

纠纷的阶段,分析能动司法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根据能动司法发挥的范围与空间的不同,可以将能动

司法分为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和非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
1. 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关注如何能动地发挥司法的裁判功能,最大限

度地实现司法公正。“法条主义认为,法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已经包含在既定的法条之中,法院或

法官只要严格依照法条行事,就能保证法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的实现。” [10]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司法裁判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能动性,因为还没有哪个成文法体系能一直摆脱对“法官立法”过程的

需求 [11]5。第一,法律规定本身给法官留下了能动空间。首先,法律语言的开放结构使得法律条文在面

对特定案件事实时呈现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律解释进一步明确。这就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消除机械司法的陈旧理念,不仅需要理解法律规范内容本身,而且要吃透法律规范背后的法理,尤其

要认识到法律条文应该是体系性、科学性的。其次,出现了所谓的法律空缺,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本

应考虑到某些情形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就此类事项制定法律。此时,法官不能因没有法律规定而拒

绝裁判,这就要求法官运用价值平衡、政策考量等方式,选择合适的非正式法律渊源为依据作出裁判,
选择依据的标准应当是“符合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正义观”。“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

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 [11]13 第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需求

给法官提供了能动的内驱力。对于某个案件虽然存在可供适用的规范,但直接适用可能出现违背基本

正义原理而导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严重背离 [12] 。比如备受关注的“于欢正当防卫案” “赵春华非

法持有枪支案”“许霆案”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适应状态。能动司法不止

步于仅在法律上结案,还要求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
2. 非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非诉讼程序中的能动司法是指案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时,法院如何

能动地运用非司法裁判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能动司法源于庞德、霍姆斯、卡多佐以及波斯纳等人所

倡导和主张的法律现实主义或法律实用主义法哲学。庞德认为法律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

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民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它能以付

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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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 [13]153。法律应当以最少成本的方式最大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而诉讼恰恰是成本最高

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期待。能动司法要求人民法院充分

发挥对矛盾纠纷的预防作用和高效化解作用。第一,对尚未进入法院的矛盾纠纷提前预防。人民法院

主动延伸职能,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发现潜在的矛盾纠纷,采用发布司法建议等方式提前介入,避免矛

盾纠纷进一步激化。第二,对于已经进入法院但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矛盾纠纷,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四、 实践维度:能动司法实践路径的新探索

能动司法实践是人类运用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司法理念与模式的现实活动。毛泽东指出:“人
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是实践的反映,离开了实

践,就不可能获得真知。” [14] 实践必然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实践是指人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

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世界 [15] 。马锡五审判方式自出现以来,作为一种实用

主义进路的能动司法,其形成了一部生动的实践史,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检

验。如陕西陇县的“八四能动主义司法模式” “厦门无讼社区创建的探索” “河南社会司法改革的探

索” [16] 。2023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出席“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专题研讨会,并
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在这场深刻革命中的具体实

践。”新的时代背景对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使命,新的使命催生出新的实践。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探

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中的时代使命。①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国情

的变化,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能
动司法的实践价值就在于积极主动回应司法的社会需求和人民关切,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法治日益增

长的新期待、新需求,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司法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一) 司法体制改革的能动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从顶层设

计的高度为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搭建了四梁八柱。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多次强调要“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司法体制

改革的价值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

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

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

革成效的标准。” [17] 司法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中心,即司法为民。新时代能动司法不仅是一

种司法工作理念,而且是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为民的实践路径。这既是对能动司法的最

高要求,也是能动司法的永恒追求。
1. 能动司法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的朴素正义观。随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需求的日益增长,能动

司法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要求,体现了对更高层次的司法公正的追求。第一,能动司法有助于缓解

个案多样性与法律一般性之间的矛盾。国家的实在法律规范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而法律所要解决的

案件是个别的、具体的,因此,有时将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性和个别性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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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中所展示的能动司法实践主要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地方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及权威媒体报道等。



中去时会产生违背法律规范原意的结果 [18]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公正的判决无法得到公正的评

价”,可称为司法公正的“内外温差”现象,实质上根源在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

题。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在法律框架内努力寻求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努力使司法

裁判“文本法”的适用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和妥切的方式将刚性与

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 [13]424 如人民法院审理“小区保安陪

同送医案”“救助老人压断肋骨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 “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案”,旗帜鲜明

地支持见义勇为,坚决反对“和稀泥”,引领良好社会风尚;审理“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 “高铁霸座

案”“吃‘霸王餐’逃单摔伤索赔案”,让自甘风险者自负其责,让失德乱序者承担后果。第二,能动司法

有助于缓解司法需求超前性与司法制度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法律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在法律实践

中总会出现现行法律无法预知的新型案件、疑难案件。面对这些案件,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抱有更高

的期待。此时,法官必须能动地在司法制度之外借助道德规范、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理等其

他非正式法律渊源推动矛盾纠纷的顺利化解,实现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彰显司法公正。如人民法

院审理“请求返还冷冻胚胎案”,保护丧偶妻子辅助生育权益;审理“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

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曝光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无须担责等“人伦和情理胜诉”的温情判决。
2. 能动司法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便利的需求。司法程序是最正式、规范、权威的解决纠纷

方式,同时也是最复杂、严苛、烦琐的解纷方式,与人民群众之间具有天然的距离感,使得“打官司难”
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声。“打官司难”究竟难在哪里?“打官司难”是个综合性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案难。法院管辖范围有限,很多纠纷无法进入诉讼渠道。二是诉讼活动难参

与。一般当事人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在诉讼的各方互动中无法有效参与。三是诉讼成本高。在诉讼活动

中,各方参与者都需要付出相应的诉讼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四是执行难。长期以来,生效

裁判难以兑现已成为执行工作中的最大顽疾。司法改革就是要破解司法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痛点,全
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利益。要解决“打官司难”的问题,根本途径是建立健全便民、利民、为民的诉讼

机制,方便群众进行诉讼。司法便利化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能动司法在第一次提出

时就明确了司法应当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为了应对司法效率低下、司法脱离民众的现实困境,也恰恰

是司法便利化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巡回法庭的实践探索。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化最高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改革,6个巡回法庭审理了一大批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较好实现最高审判机关重心

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等目标,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分布于全国的最

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有助于纾解区域司法协同的现实困境,成为区域司法协同的全新动力。” [19] 内

蒙古、云南、西藏、青海等法院推广“车载法庭”,湖北、重庆、甘肃等法院在山区推广“背包法庭”,新疆

和兵团法院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广大法官深入田间地头、草场林区,就地化解纠纷,让司法更加

便利人民、贴近群众。第二,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推广安徽合肥“互联网 + 诉讼服务”经验,全国

86% 的法院建立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全国

四级法院全部建成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服务项目从过去单一立案指引,扩展到50多项,各类诉讼事

项在中心全部解决,建成了诉讼服务大超市。开发“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实现诉讼服务精准化,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第三,建立普法责任制。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明确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和律师等

以案释法制度。从组建“普法宣讲团”深入群众开展讲法活动,到结合新法、新案和社会热点召开新闻

发布会释法、说理,再到拍摄法治微视频、微电影等,以多种普法形式拉近人民群众与司法裁判的距

离。普法责任制的建立,一方面提升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和司法裁判作出过程的知晓程度,强化司法

的公平性;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参与度来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度,增强对法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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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法治宣传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二) 社会治理的能动参与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 [2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提出“完
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重申“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司法治理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

的地位和基础作用,因为司法是现代社会秩序构成的重要基础,是现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途

径,也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形式 [21] 。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
2025年)》明确将“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作为总体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对人民法院有效预防

和化解矛盾纠纷,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体制提出了要求,也为新时代能动司法提供了依据和空间。新时

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求人民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仅要从最终效果上达到有效化

解的实质性后果,更要从化解过程上追求最小代价和最高效率,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

形。能动司法要求人民法院主动延伸职能,切实发挥主导作用,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回应人

民群众的社会治理需求,努力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
公正与效率一直被视为司法过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这两大目标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对立冲

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不仅期待纠纷的解决应当是公

正的,而且期待纠纷的解决应当尽可能迅速,即通过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裁判纠纷,平息纷争,使当

事人付出最小的成本实现自身的权利 [22] 。正如法谚所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我国司法工作一向重

视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探索,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之一即是消除“衙门”方法,实行审判与调

解相结合,司法机关与群众共同处理案件 [23] 。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县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
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更是高效解决矛盾纠纷的典型实践。2003
年江苏南通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2005年初,湖南省提出了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深刻体现了我国司法追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

会稳定的能动实践。“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就是人民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从源头上防治矛

盾纠纷,改变单打独斗的局面,配合党委政府大局工作,综合治理,实现案结事了。而大调解工作体系

正是发挥司法能动性,主动与大局工作对接的重要接口。” [24]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高速变革,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效解决纠纷的需求越发强烈,这对

人民法院提高司法效率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

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明确提出“诉源治理”。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

头化解的意见》,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自此,“诉源治理”正式

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诉源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新时代诉源治理的核心思路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源头预防为

先;二是非诉机制挺前。新时代能动司法在诉源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较以往具有更前端和更联动的突

出特点。
1. 能动司法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矛盾纠纷的预防需求。诉源治理第一个层面要求从根源上减

少矛盾纠纷的发生,避免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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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限度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正义,更需要司法机关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的

隐患或因素提出建议,并督促相应单位或个人予以纠正,从而杜绝纠纷的再次发生,防患于未然。“通

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绝不是单纯的居中裁判纠纷,而要向纠纷解决的中前端延伸,昭示法的引导、规
范、教育功能,从而预防和减少纠纷。” [25] 人民法院应当将司法工作向纠纷源头的防控方面延伸。第
一,新时代司法建议工作的拓展运用。“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发现行业部门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当事

人存在管理漏洞以及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等,可以向相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这也是法院依法参与国家

治理活动的形式之一。” [26] 司法建议制度在我国人民法院系统中长期存在,最初是为了应对改革开放

后矛盾纠纷井喷式涌入人民法院的现状,后来正式确立为我国一项司法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

制度实践。2012年3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坚持能

动司法,依法延伸审判职能的重要途径”,并强调“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可见,司法

建议工作的完善和推进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能动司法的实现形式。当下,司法建议是新时代最高人民法

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深做实能动司法,运用法治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新时

代司法建议的运用与以往相比,具有以下明显变化。一是数量倍增。2018年至2022年,浙江全省法院发

送司法建议7282份,反馈率和采纳率从2017年以前的65% 上升至81% ,党政机关反馈率近100% [27] 。近
年来,江苏法院注重发挥司法建议“防风险” “治未病”作用,建立涉安全生产案件和涉黑恶案件必发

司法建议制度,共发送司法建议8000余份。越来越多的司法建议开始引导公共政策在法律授予的行政

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发挥作用 [28] 。二是涉及领域更加全面。司法建议作用的社会领域与所涉案件类型

高度重合,广泛涉及民商事、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三是建议类型多元。从助推社会治理的方式和内

容来看,司法建议可概括区分为纠纷解决型、解释说明型、裁判补充型、执行推动型、纠纷预防型和制

度建立型六种,它们分别发挥推动个案实质化解、对特定领域案件裁判解释说明、补充裁判未尽之言、
推动判决执行、预防类似纠纷和推动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等功能 [25] 。新时代司法建议在人民法院各

类审判活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成为人民法院化解纠纷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审判职能

的重要方式,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第二,在提供法律咨询中提

前预知风险。多地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庭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为企业

职工开展普法宣讲活动。在提供法律咨询中提前了解企业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不仅起到提供法律咨

询的服务功能,也提前在前端化解了一些潜在的矛盾纠纷。
2. 能动司法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矛盾纠纷的非诉化解需求。诉源治理的第二个层面要求对于

业已形成的纠纷,促进当事人优先选择和解、调解、仲裁等其他非诉方式予以解决,避免矛盾纠纷进入

“诉”的阶段,降低当事人化解纠纷的成本。相比正式的诉讼程序,非诉讼程序具有速度快、成本低且同

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满足当事人对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的司法需求。因此,诉源治理

要求人民法院能动地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第一,探索多元解纷新格局。2016年,最高人民

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法院在进一步深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任务,“人民法院要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引领、推动

和保障作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能动司法要求人民法院坚持把诉

调对接的“调”再向前延伸,促进实现“抓前端,治未病”。如推广四川“眉山经验”、山东“潍坊经验”、安
徽“马鞍山经验”,强调诉调对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矛

盾。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494万件(含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成功675万件),
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有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第二,探索联动解纷新

机制。社会矛盾的能动化解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人民法院一家无法完成,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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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与其他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如人民法院联合司

法部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完善律师调解制度。人民法院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国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单位协作,形成覆盖12个领域的“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新格局。人民

法院调解平台开通以来,共有9. 6万个调解组织和37. 2万名调解员入驻,在线调解纠纷3832万件,2022
年平均每分钟有75件成功在诉前在线化解。

五、 结　 语

新时代能动司法在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较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具有显著的

历史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价值维度上,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是从政策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

变,从贯彻实施“三保”政策向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回归。理论维度上,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坚持服务型、主
动型和高效型司法的基础上,从方法论角度强调能动司法必须坚持严格履职,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是

辩证统一的。实践维度上,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肩负着司法体制改革能动

落实和社会治理能动参与的时代使命。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丰富实践即是践行其时代使命的实践历程。
因此,新时代能动司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实践伟力的司法模式,是新时代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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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LEI Wanlu

(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carries new connotations, scientific spirit, and task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it ha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
ous proposed active judiciary. The value dimension,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in-
nov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attribut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enriching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of the active judiciary. From the value perspective, the value attribute of the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has shifted from
providing judicial protection for the “ three guarantees” policy to improv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 the new era of the active judiciary has expanded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service-
oriented, proactive, and efficient justice.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fully demonstrates the era􀆳s mission of the active judiciary in judicial system reform and social govern-
ance. The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is a judicial model that has been tested through practice and
has great practical power. It is the only way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people􀆳s cour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value dimension; theoretical dimension; practical di-
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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